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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

重要变化及其跨界创新

谭学纯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分析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挖掘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以及语
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空间开发。重点聚焦新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的三大重要事件：一是

法国学者互文性理论创始人克里斯蒂娃作为主角、中国学者推动和参与的互文性研究如何在语言学科内外创新修辞研

究。二是中国学者作为主角和推动者、国外学者参与的“强制阐释”讨论如何与修辞阐释构成语言学科内外的潜对话。

三是在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２０２２年回顾与前瞻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中的修辞学史叙述体制，这也将是后陈
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应该面对的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生产力并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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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修辞创新性研究的话题，段曹林比较细
致地梳理了２１世纪以来的文献，其观察点相对集
中在语言学科内部修辞学界的研究①，而语言学

科内部修辞学和非修辞学的跨界互动研究，则可

以期待傅惠钧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大语言视域中汉语修辞与词汇、语法互动研究”

（２０＆ＺＤ２９８）系列成果。涉及语言学科内外的跨
界修辞研究，有高群的《跨学科视野下的修辞研

究———以２０１３年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为考察对象》、
谭学纯的《新世纪文学理论与批评：广义修辞学

转向及其能量与屏障》、高群的《二十年广义修辞

学研究可视化分析》触及跨界风景②，但限于文学

学科和修辞学科的学术生产。

现有文献显示：语言学科内外跨界修辞研究，

似乎还较少关注不同知识系统针对相同、相近、相

关问题的前沿研究聚集创新能量的意义，及其产

生显性的学术共振或隐性的对话潜质———这是可

以在更大格局中回溯历史、直面当下、前瞻未来的

跨界创新动能。在时代大变局背景下，人文社科

领域学术创新气象中语言学科内外修辞研究跨界

学术共同体的广泛参与，释放了学术生产力，也更

充分地激发了学术生产的创新动能。本文的考

察，着眼于近十年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

共同参与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挖掘并

阐释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重要信息。

一　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共同体和
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新变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近十年的高频使用

概念，衍生出“ＸＸ共同体”次级概念群，“学术共
同体”是其中之一。

不同于语言学科的非修辞研究基本上是语言

学框架之内的学术生产，修辞研究是跨界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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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外的“学术特区”①。修辞研究的跨界学术共

同体包括：语言学科之内，以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

的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科之内，以非修辞为主要研

究对象的学术共同体；语言学科之外，兼涉修辞研

究的学术共同体。以上三者简称小同行、大同行、

超同行②。修辞研究跨界学术共同体具有差异

性，最突出的差异性在于修辞观，即便同一层级的

学术共同体，如小同行，所定义的“修辞”也不尽

相同，而汉语背景和外语背景的小同行的修辞学

术生产路线也不尽相同。即便相同的修辞观，例

如“超语言学”③修辞观，小同行和超同行的修辞

学术生产不仅话语体系有别，研究范式也有别。

但这不影响差异性的跨界学术共同体共同参与中

国修辞学术生产，以及由此凸显的修辞学术生产

结构变化。

张虹倩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统

计分析表明，ＣＳＳＣＩ来源期刊发表修辞研究文献
总量语言学专业期刊少于非语言学专业期刊④。

因为跨界修辞研究的经历⑤积累了对跨界学术生

产的敏感，笔者注意到张虹倩的宏观统计数据背

后文化资本重新分配所形成的学术新格局：中国

当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不是

意外的临时性变化，而是意料之中的趋势性变化；

不是零星的结构变化，而是规模化的结构变化；不

是仅限于语言学的修辞研究呈现了趋势化、规模

化的生产结构变化，而是超语言学的修辞研究更

为活跃地推助了趋势化、规模化的生产结构变化；

不是仅限于修辞研究成果流向目标刊物的结构性

变化，而是包括了修辞研究主体作为跨界学术共

同体共同撬动的修辞学术生产的结构性变化。更

重要的是，中国当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已发

生的“实然”，蕴蓄着 ２１世纪中国修辞学史叙述
体制与之共变的“或然”。

国内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总体特征，是

修辞研究从语言学场域向超语言学场域开放。学

术生产权限覆盖语言学科内外的修辞研究，一方

面可以比较合理地说明：为什么以语言为媒介的

修辞学术生产往往不是修辞本体意义上的，而是

文学修辞、新闻修辞、传播修辞、政治修辞、法律修

辞、历史修辞、哲学修辞等？⑥ 另一方面也可以比

较合理地说明：非语言媒介不同知识类型的视觉

修辞⑦、程序修辞⑧、建筑修辞⑨、服装修辞瑏瑠、时尚

修辞瑏瑡、音乐修辞瑏瑢等何以可能？

虽然语言学科内外包括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

为的修辞研究早先已经进入张宗正《理论修辞

学》的宏观视野，但是由语言学科内外跨界学术

共同体共同参与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在语言学科

之外的显示度高于语言学科之内的显示度，则是

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研究的新征象。陈望道修

辞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至后陈望道时代保持强大气

场，不影响后陈望道时代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

化，以及这种变化在近十年更显突出的事实判断。

这种事实判断同样基于文献检索：选择中国

知网“高级搜索”栏，在“主题”检索项输入“修

辞”，在“文献来源”检索项输入人文社会科学领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张宗正：《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
谭学纯：《融入大生态：问题驱动的中国修辞学科观察及发展思路》，《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超语言学”是《巴赫金全集》高频使用的概念，指的是超出语言学范围的内容。参见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

仁、顾亚玲译，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６页。按：巴赫金的解释不能涵盖研究内容在语言学
范围内而研究目标溢出语言学范围的研究对象，所以笔者变换“超语言学”的认定参照系，将超语言学的修辞研究解释为：研究目标不指

向语言学问题、或不限于解决语言学问题，研究范式不呈现语言学面貌的修辞学术生产。参见高群，谭学纯：《广义修辞学研究———谭学

纯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３期。
张虹倩：《中国学术期刊修辞知识生产的可视化分析》，《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谭学纯：《〈文艺研究〉和我的跨界学术读写》，见金宁主编《〈文艺研究〉与我的学术写作》（《文艺研究》创刊４０周年纪念文集），文

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３４—２４１页。
谭学纯：《政治修辞：中西对比镜像———兼谈修辞学术生产隐蔽的问题》，《海峡人文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刘涛：《视觉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吴琼：《柱子的隐喻：十五世纪意大利“圣母领报图”的神秘神学》，《文艺研究》

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刘涛，曹锐：《程序修辞的概念缘起、学术身份与运作机制》，《新闻与写作》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张野，曾馨：《中国设计修辞研究二十年：起源与展望》，《装饰》２０１８年第１１期；冷先平：《图像、表意与视觉修辞策略研究———以

明清鄂湘赣移民圈民居建筑装饰图形为例》，《中国建筑装饰装修》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陈晓云，缪贝：《红地毯上的中国影星：身体表演、服装修辞与视觉政治》，《当代电影》２０１２年第８期。
张爱红：《时尚修辞的自由———修辞学视域中罗兰·巴特大众文化新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王旭青：《音乐修辞的历史溯源及考辨：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第２６卷 谭学纯：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重要变化及其跨界创新

域高显示度刊物名，检索结果显示：《中国社会科

学》《国外社会科学》《文艺研究》《音乐研究》《美

术观察》《装饰》《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世界哲

学》《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学研究》《科学技术

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民族研究》《世界宗教

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政治思想史》《国际政

治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比较文学》《中国

比较文学》《外国文学评论》《文学评论》《文学遗

产》《文艺理论研究》《电影艺术》《戏剧艺术》《新

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历史研究》《世界历

史》《中国法学》《法学》等刊发表的修辞研究成

果，数量远远多于语言学期刊《中国语文》《当代

语言学》《语文研究》《语言研究》《语言科学》《中

国语言学报》《古汉语研究》等的成果。修辞研究

的成果流向反映了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

信息：修辞研究在语言学科之外的参与度高于语

言学科之内，但体现语言学面貌的修辞研究的学

术表达强度在语言学科之外弱于语言学科之内。

从学科元话语考量，语言学科内外的学术话语，之

于语言学／非语言学刊物审稿、择稿、用稿或拒稿，
均体现某种“知识的权利”。《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
第１０期许章润《论“家国天下”———对于这一伟
大古典汉语修辞义理内涵的文化政治学阐发》，

溢出语言学知识谱系的汉语修辞义理分析，延伸

到基于这一义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分析汉语

“家国天下”修辞表达双重四位一体的间架结构：

文明时空、政治想象、世界图景、道德理想四位一

体和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公民憧憬四

位一体，分际合围，并立组合，托付于这一立基于

人道理想的文教本质性与充盈普世情怀的典范性

价值真实。“论‘家国天下’”副标题所显示的对

于“汉语修辞义理内涵的文化政治学阐发”，在语

言学科内外的知识图谱，更易于连接“作者表

达—审稿人／编者接受”的修辞通道。而语言学
科熟悉的学术表达，会遭遇没有“语言学”栏目设

置的《学术月刊》出版物元话语的拦截。这是个

案，但不只是个案，它体现了非语言学刊物接纳具

有语言学科身份的修辞研究成果的“准入条件”，

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修辞作为“语言运用艺术”

这一近乎公共认知的表达，能否在知识谱系学的

意义上覆盖语言学科内外的修辞研究。这是修辞

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重要看点———从重大事件到

学术细节的新信息、新资源、新能量，都蕴含在这

个变化了的学术生产结构中。

二　语言学科内外多声部理论构成的
“互文性”：聚焦修辞创新性研究

２０１２年，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访问复旦大
学。这是十年前的重大学术事件，中国学者祝克

懿推动了这一学术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从克里斯

蒂娃接受复旦大学校长函邀，加盟“光华人文杰

出学者讲座”，就互文性理论等问题提出了一系

列新论断，到结束学术访问的“后演讲效应”：复

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

丛书①、《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

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②，三联书店出版克

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③；从克里斯蒂娃接受

《当代修辞学》聘请，担任该刊学术顾问，到《当代

修辞学》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起特设《互文理论名篇
选译》专栏，先后刊载首次提出“互文性”概念、首

次全面阐释互文性理论的经典之作《词语、对话

与小说》④，以及《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

与突破》《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⑤，再到《当代

修辞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５期互
文性研究专栏主持人话语传递的学术信息，“互

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⑥在语言学科内外汇聚修

辞，并在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新变中彰显重要的

理论价值。

约略在《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推出《互
文理论名篇选译》专栏的同时，《文艺研究》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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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祝克懿主编：《克里斯蒂娃自选集》，赵英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史忠义译；《语言，这
个未知的世界》，马新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

祝克懿主编：《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祝克懿，黄蓓编译：《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三联书店２０１６年版。
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该期该栏目主持人祝克懿介绍了这篇互文性

经典文献的理论价值。

参见克里斯蒂娃：《词语、对话与小说》，祝克懿、宋姝锦译，黄蓓校，《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
与突破》，黄蓓译，《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黄蓓译，《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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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８期吴琼《互文的间隙———〈蝴蝶君〉的跨文
化伦理学》，在语言学科之外发声，分析跨文化语

际差异如何涂抹人们的东方形象书写及其表征的

伦理意义的互文性运作：普契尼为西方世界想象

东方女性形象提供的脸谱化标本歌剧《蝴蝶夫

人》，被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以逆写手法解构

西方的蝴蝶夫人情结，后者依据真实故事创作的

剧本《蝴蝶君》又被加拿大籍电影导演柯南伯格

搬上银幕，对黄哲伦的反东方主义话语进行修辞

幻象处理。这种修辞幻象时或见于东西方互为他

者的异域想象，《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谷
鹏飞《自我视域中的他者与他者镜像中的自

我————美国〈文心雕龙〉翻译文本中的“经典重

构”问题》分析美籍学者施友忠等翻译《文心雕

龙》过程中对源文本的语境还原、对副文本形式

重构与中西范畴的互文性比勘，阐释《文心雕龙》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修辞学史的互文性空间对

比镜像，其翻译过程交互映现着自我视域中的他

者和他者镜像中的自我。本土经典在美国文学语

境中的重构，叠现异域想象的修辞空间。

文学史研究的惯性思路，着眼于“变迁”和

“影响”，区别于依据这种可能漏失重要信息对重

写文学史科学性的影响的纵向坐标的考察，互文

性研究横向考察明代“四大奇书”———《三国志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长期处于彼此

“互动”“互渗”“反哺”状态的问题。《学术月刊》

２０１３年１０期李桂奎《从共时视角看“四大奇书”
之互文性———兼谈其对文学史写作的启示》系统

把握“四大奇书”的互文关系，为重写文学史提供

再观察与再叙述的修辞视角。基于文学生产与消

费的修辞考察，也见于从读文时代到读图时代，再

到语图互文时代的转换中，《文学评论》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龚善举《图像叙事的发生逻辑及语图互文诗
学的运行机制》论述图像叙事转向语图互文诗学

的发生逻辑和修辞运作，展现话语权力和图像权

力互文性建构的意义秩序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当

代走向。《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年第 １０期隋岩、
唐忠敏《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群体传播的互

文性》论述网络叙事围绕同一事件相关体，具体

文本与文本集合体的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的

有机构成，形塑网络文本的互文性及其阐释系统，

其影响公众情绪的修辞能量，影响了社会交往乃

至人类思维方式。传统的新闻生产边界固定，以

组织化、专业化为重要特征，微信新闻生产以互文

性的方式呈现，多重连接，交叉并置，不断创造出

含混、多维的意义，对此，《新闻与传播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期谢静《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
析》分析微信新闻生产的互文修辞重塑人们的时

空体验，表征新的新闻范式。《现代传播》２０２１年
第９期张丽、刘念《互文叙事与感官重塑：融媒体
时代的新闻文本特征》分析新闻意义产生于文本

之间相互关系的融媒体互文叙事。

作为修辞学术生产的“生产性”与文本互文

性的运动，同样是一个可以挖掘新看点的话题，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文艺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５期姚
文放《文本性／互文性：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文本形
态》分析互文性理论受马克思“作为生产模式的

历史”的启发，以生产性文学批评为支点，依次分

析巴赫金的互文性思想关于生产性的端倪和克里

斯蒂娃最初厘定的“互文性”概念，提出“文本是

一种生产力”构想；巴特为《大百科全书》撰写“文

本理论”词条，将“生产力”列为条目并进行讨论。

而将互文性理论泛化的修辞学派对互文性的生产

性也体现出较强的自觉意识。姚文放的考察偏于

宏观，相同话题的微观分析如《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７期赵敦华《〈资本论〉和〈逻辑学〉的互文性解
读》运用互文对照，分析《资本论》前 ５章与黑格
尔《逻辑学》“存在论”和“本质论”的逻辑关联，

一方面展示马克思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

一般运动形式，创造性地建构商品、价值、货币和

资本形式的体系；另一方面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

义交换和生产方式历史的和逻辑的分析，充实和

丰富了对黑格尔逻辑学经验内容的新理解。

语言学科之外接近语言学科之内的学术理

路、但区别于后者的互文修辞研究，均和甲骨卜辞

的意义再生产有关：《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４
期林甸甸《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在

仪式语境中考量甲骨卜辞文本，重视文本的刻写

位置、行款连续性、命辞、占辞、验辞的互文关系，

以其作为文本的构成要素乃至修辞手段。同时，

分析贞人话语以反常规的刻写形态和反复、递进

等修辞方式，以近似“春秋笔法”的“记录”本身构

成修辞，间接彰显价值判断，显示了中国修辞传统

精英化、书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监督、褒贬王政

的功能指向。《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６年第４期吴承学、李冠兰《文辞称引与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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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观念的发生———中国早期文体观念发生研

究》，虽未使用“互文性”概念，但分析甲骨卜辞中

一些表示言说行为的称引提示词反映人们当时已

认识到所称引事物内容以及文体形态的特殊性，

似可理解为文体观念萌芽中存在言说行为称引提

示词及相关文体形态互相指涉的意义空间。

语言学科之外不同知识谱系的互文修辞研

究，体现了多声部理论构成与批评实践的中国化

探索；语言学科之内的互文修辞研究，则体现互文

理论与实践中国叙述的语言学化努力。后者以

《当代修辞学》为高关注的话语集散地，主要研究

成果收入祝克懿主编“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

《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

祝克懿解析“语录／语录体”的体制和概念意
义、“语录体”源起与“记录／摘录”互文手段的实
现路径、语体特征、语体系统、古今语录体分化和

融合的外部条件及内在理据。语言学面貌清晰地

揭示了伴随着现代科技进步的全民语言狂欢的交

际需求，“语录”概念内涵外延从至尊圣贤话语泛

化为人人可以生产和发布的信息。新媒体语境支

持的“语录体”也在流变中呈现出现代修辞学、社

会语言学意义上文本意义多维整合的类型特征。

沈家煊用当代语言学眼光重新审视和阐释中国传

统文论术语“互文”和“联语”，详析汉语的组织构

造和传情达意具有“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的

性质。互文和联语源自语言的原生形态“对话”，

受语言处理效率的驱动，也与减少语言信息处理

成本有关，因此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人类共

有的语言能力的一部分。邓隽、刘大为研究由新

闻主报道文本、若干能对主报道进行阐释的解读

文本，以及能在这两种文本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功

能标签组成的组合性文本，分析解读文本所提供

的不同类型信息以及相应的功能标签，据此认为

互文概念对这种新闻文本结构具有极强的解释

力，进而探讨互文概念语言学化，提出心理联想互

文、文本印迹互文、语言形式互文三种依次包孕的

互文类型，认为最后一种类型才是语言学研究的

主要领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互文本的进入和互

文标记两种语言形式，并区分了内入式互文及其

区分标记与外接式互文及其接引标记。马国彦从

话语分层和言语行为角度观察互文的元话语和基

本话语之间的层次关系，以及由它互文和自互文

共同支撑的文本结构。基于文本结构面貌和组织

格局，探讨在长期的语言实践中以经受一定程度

的语法化而规约为形式简短的元话语作为标记的

主文本，接纳发话者自己的话语为互文本的自互

文结构，分析自互文结构的三种类型：明示主观情

态自互文、明示人际互动自互文和明示话语组织

方式自互文①。姚远基于文本间关系的分析异曲

同工：依据前文本与承文本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

的距离所产生的对话空间，揭示区别学术拷贝和

引用越界的互文性生成与理解规律②。此外，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黄小平《注释、参考
文献与新闻类学术语篇的互文性研究》、复旦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陈昕炜《中国古典小说序跋语
篇之互文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
版宋姝锦《文本关键词的语篇功能研究》等，审视

不同类别的文本互文性，阐释其语言学机制，而出

自语言学科内外的视角。结合复旦大学近年硕士

学位和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互文性研究的规模化学

术生产，更彰显“互动·多元”的哲学方法论

要义③。

在创新学术产品的意义上，语言学科之内的

互文修辞研究更重要的学术价值是重建了互文性

研究同时指涉语言学科内外的意义秩序。《当代

修辞学》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祝克懿《互文性理论的多
声构成：〈武士〉、张东荪、巴赫金与本维尼斯特、

弗洛伊德》基于文献打捞，阐释多元构成的互文

性理论认知及其思想传承与创新，分别论述作为

法国学术思想编年史的《武士》和克氏人生镜像、

７０１

①

②

③

参见祝克懿：《“语录体”的源起、分化与融合考论》；沈家煊：《“互文”和“联语”的当代阐释———兼论“平行处理”和“动态处理”》；

邓隽、刘大为：《解读性新闻中的互文关系———兼论互文概念的语言学化》；马国彦：《元话语标记与文本自互文———互文视角中的篇章

结构》；陈昕炜：《边界互文性的实现机制与分布规律》；殷祯岑：《语篇意义的自组织生成———耗散结构理论观照下的互文语篇分析》；

祝克懿主编：《互文性与互文语篇研究———“望道修辞学论坛”论文集萃（第四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２８４—３１１、６０—８４、
２１３—２３４页、２５４—２７０、３５４—３７３页。按：语言学科之外通常所说的“文本”，很多情况下大致相当于语言学科之内的 “语篇”。本文引述
话语尊重来源文献，直接引述文献篇名或文献内容时，还原来源文献的“语篇”概念；自述话语使用“文本”概念，以使不同来源文献的术

语不一致分别在本文的引述／自述系统中统一。
姚远：《基于篇际关系的承文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王志军：《语篇副文本的互文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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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张东荪中西哲学理念对克氏互文思想

形成的影响、克氏与巴赫金互为成就的关系与克

氏对本维尼斯特结构主义的传承与创新，以及弗

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为克氏互文研究打开的理论空

间。《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黄鸿辉、祝克懿
《体裁风格分析程序及互文生成路径———以笔记

小说经典文本的体裁风格为例》从历时和共时视

角分析历代笔记小说经典文本体裁结构的嬗变，

在纵向坐标上回溯历史文化互文语境；在横向坐

标上拓展语言风格研究的新路径。《华东师范大

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５期张虹倩
《章太炎政治学术的互文及其对场域规训的体

认———基于章太炎对出土文献态度的考察》重新

解释章太炎看似矛盾、实则互文见义的学术保守

与政治激进，由章氏对出土文献的态度可见其

“保守”中的严谨和对学术场域内在逻辑的尊重，

认为章氏在学术场域的严谨与政治场域的激进均

基于对不同场域内在规训的深刻体认，矛盾的表

象内蕴了互文见义的深层统一。

学术史是正文本和副文本互相映射的互文性

空间：作为对正文本的修辞加工，副文本解说、证

明、强化正文本的同时，兼有正文本与读者之间的

认知引导和话语扩张功能。正文本没有言明的问

题可能在副文本中观点鲜明地出场，正文本没有

言尽的问题可能在副文本补足或进一步暗示。

《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张虹倩《二十世纪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之叙事嬗变及修辞策略问题———

基于副文本目录的考察》由副文本目录指向的变

迁，系统梳理了２０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修
辞构筑的嬗变，指出贯穿其中此消彼长的革命性

导向与文学性导向主线。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现当

代文学史构筑的修辞策略，同时指出文学史叙事

缺失语言学视角，探索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另一种
叙事的可能。同一作者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的《早期语
法学家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基于早期语

法著作中现代白话语例的考察》，认为语法学著

作征引文学作品语例既是证明语法学理论的过

程，也包蕴了语法学者对于作家作品规范度和典

范性认知的修辞行为。借此考察一种基于语法规

范的价值取向而展开的区别于以往文学史家认知

的叙事图景，诠释现代汉语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互文共生价值。

语言学科内外基于正文本和副文本互文性关

系的研究，除了单篇论文，也有相对集中的文献记

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出版的王志军
《语篇副文本的互文机制研究》对热奈特关于“副

文性”的研究范围深度有所延展，采用宏观架构

和微观剖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学术文本

和文学文本的副文本系统配置、副文本与主文本

和更大结构中的文本世界之间的耦合互文方式、

互文修辞效果、修辞动因以及互文的认知机制。

湘潭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出版的谭学纯《思想和话
语：广义修辞学副文本》，以“思想”和“话语”串联

２０多年来广义修辞学副文本在正文本之外的话
语空间参与中国修辞学研究当代转型和学科形象

重建的学术信息。书中辑录１９篇序跋以及作者
在几家刊物主持６０期修辞研究栏目或专题的编
者按／主持人话语互文性地建构意义秩序，也许是
目前可以见到的第一部聚焦一种修辞观、汇集一

位作者的学术副文本，也是透视修辞研究多元格

局中的学科创新意识和学科发展思想轨迹的独特

窗口。

国内互文性研究始于２０世纪末，但修辞学界
的规模化介入则是近十年的事情。２０１２年以来，
《当代修辞学》刊发了 ４０多篇互文研究成果，跨
界特征鲜明的学术生产由于修辞学界的深度介入

而展示了不应该缺少的语言学维度。互文性理论

创始人克里斯蒂娃系列演讲是引人注目的学术事

件，复旦大学作为客场的主场、《当代修辞学》主

编的推动和建设性参与，是这一重要学术事件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前，国内修辞学科与众多

相关学科就某个重要领域的研究形成学术市场共

振效应的态势几乎没有发生过。互文修辞研究释

放了这方面的能量，修辞学术生产不同知识谱系

在一定关系场中的相互运动，推动重大理论问题

的研究走向纵深。由于跨界研究的方位和层级是

开放的，创新能量在一个新的意义空间相互注入

的可能性也是开放的，其创新价值因跨界而促进

了人类知识共同体的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①。

历时地看，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论的“多声部

交响”与《文心雕龙·隐秀》“秘响旁通”穿越千

８０１
①金惠敏：《技术与感性———在麦克卢汉、海森伯和庄子之间的互文性阐释》，《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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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互相激荡：刘勰的“秘响旁通”似可视为当代

西方的重要理论在古代中国的“前表达”。“秘

响”作为隐于当前文本之外的“声音”之所以“旁

通”的学术生产机制在于：从来源文本的叙述结

构分离的信息碎片及其旧有的意义，重建为目标

文本的叙述结构及新的意义秩序。来源文本中熟

悉的信息资源转化为目标文本中另一个阐释维度

的陌生信息资源，随着来源文本的信息碎片转换

为目标文本的再叙述，来源文本的隐含信息（“秘

响”）在目标文本的叙述结构中浮现（“旁通”）。

共时地看，现象层面的“多声部交响”在哲学

的“间性”①意义上进行创新编码和解码。以文本

为主要观察与分析单位的互文性研究，普适的方

法论意义彰显了基于“间性”的重新审视———以

学科间性重新审视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体间

性②、语体间性③、模态间性④、风格间性⑤、文化间

性，及其蕴含的理论间性⑥、术语间性⑦、范畴间

性⑧、范式间性、事件间性、主题间性⑨、数字间性瑏瑠

等。对于注重跨界知识关联的修辞学术生产而

言，体现学科间性的互文性既是理想的切入点，也

是理想的观察扇面。而互文修辞跨界研究本身，

或许可以理解为学科间性对不同学科的理论间

性、实践间性的创新性激发。

互文性理论以自己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学术生

产的可能性，诸多可能性中的修辞选项与修辞贵

在创新的本质相遇。由于互文性理论认为只存在

文本间的关系，不存在孤立文本，对此，极端的理

解可能导向学术模仿和拷贝的合法化。其实，考

量创新性研究或复制性研究，可以依据当前文本

是否重建了相对于此前文本的新的叙述结构和意

义秩序作为可控变量和参照指标。排除单纯模仿

和学术拷贝的互文机制是：从源文本结构中分离

出的信息碎片，经过碎片管理阶段的预加工，进入

目标文本的再叙述结构，再叙述阶段的组织加工，

同时重建了目标文本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秩序。而

跨界研究比单一视点的研究更有助于重新发现当

前文本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秩序如何在新的维度重

新编码和重新解码。只有在清楚当前文本相对于

此前文本丢弃了什么、过滤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的

基础上，才能体现当前文本相对于此前文本重建

了什么，刷新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就此而言，蒋寅

认为互文性不仅包括“拟”，也包括“避”，并将后

者称作“隐性的互文”瑏瑡，是有道理的。

三　语言学科内外：有关强制阐释的
讨论和修辞阐释的潜对话

２０１４年起，张江作为主角推动的有关强制阐
释的讨论，是又一重大学术事件，也是中国当代思

想史上的罕见风景。诸多学术形象持重的刊物强

势介入，学术人气旺盛的话语频道集体发声，多位

非本土学者积极参与，汇聚了中外视点。张江本

人在提出“强制阐释”概念之后发表了系列研究

成果２０多篇，主要文献见于《中国社会科学》《文
学评论》《文艺研究》《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师范大学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不无巧合的是，“间性”这一跨越东西方哲学的概念也在２０１２年出现，随后进入学术生产。参见张先广，麦文隽：《主持人序：间性
研究———阈限时空中的探险》，《东方丛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泓峻：《汉语文学的文体意识及文体互渗》，《中州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魏宏远，徐佳慧：《文本建构与历史重塑：王世贞
传文体互渗论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陈桐生：《上古文体趋同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年第３期；谭帆：《论小说文体研究的三个维度》，《文学遗产》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参见闪洪：《文艺语体交叉渗透的互文类型与实现路径》，《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尉薇：《通俗科技语体的否定互文性与互
动机制研究》，《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参见顾日国：《多模态感官系统与语言研究》，《当代语言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张德禄，王正：《多模态互动分析框架探索》，《中国外
语》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张德禄，胡瑞云：《多模态话语建构中的系统、选择与供用特征》，《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刘婉晴：《“风格互文”现象的描写解释与特征识别》，《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周毅：《“征圣”、“宗经”和传统艺文互文刍议》，《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参见黄卓越：《１９世纪汉学撰述中的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一个概念措用的历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１期；钱志

熙：《汉魏六朝“诗赋”整体论抉隐》，《文学遗产》２０１９年第４期；张伯伟：《重审中国的“文学”概念》，《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６期；王确：《汉字的力量———作为学科命名的“美学”概念的跨际旅行》，《文学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丁金国：《互文性的语文学阐释》，《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黄兵：《论“主题互文性”及在语篇研究中的阐释力》，《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张先广，杜丹：《对数字技术的间性论思考》，《哲学分析》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参见蒋寅：《拟与避：古典诗歌文本的互文性问题》，《文史哲》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另见谭学纯：《学术文本读写转换之二：碎片信息管

理及再叙述》，《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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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文艺研究》组织了具

有集约效应的讨论，不到三年时间集中刊发了 ４
组１２篇文章：２０１５年第１期，张江与朱立元、王
宁、周宪关于强制阐释的笔谈①；２０１５年第 ７期，
张江与希利斯·米勒关于强制阐释的通信②；

２０１６年第 ８期，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特征的论述，
以及４篇国外强制阐释相关理论的译介③；２０１７
年第６期，张江与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
恩蒂、凯撒·贾科巴齐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④。

虽然Ｊ．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
辞性阅读”———致张江》和毛宣国《“修辞性阅读”

与文学阐释》⑤隐约打开了强制阐释批判和修辞

阐释的对话空间，但修辞学界没有直接参与这场

语言学科之外的讨论。区别于互文修辞研究的显

性跨界共振，强制阐释批判和修辞阐释跨界语言

学科内外的潜对话信息需要一种学术链接：修辞

阐释为何以及如何在强制阐释的问题空间“接着

说”。

依据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规定及相

关说明，强制阐释的突出特征是“背离文本话语，

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

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⑥。

可以由修辞研究“接着说”的逻辑前提是：强

制阐释主体和修辞阐释主体都是阐释行为的发出

者，也都是阐释对象的读者，阐释活动是同一阐释

主体以表达者（作者）和接受者（读者）的身份共

同在场、以阐释对象为中介的互动，强制阐释和修

辞阐释的行为发生，意味着阐释主体完成了读写

身份转换，即同一阐释主体的当前行为是基于接

受的表达⑦。这种基于接受的表达，存在强制阐

释和修辞介入的不同可能性。

在阐释主体从强势读者身份转换为强势作者

身份的条件下，阐释主体同时操控阅读文献的解

释权和重启学术叙述的话语权。这一层次的阐释

行为，理想状态是忠于文本，但也最有可能修辞化

地“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

模式，对文本和文学做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

的阐释”。阐释主体读写身份转换以及转换过程

中的修辞介入，比起理论上对强制阐释的警惕，有

更多的变数。被罗蒂“强制阐释”或“强势误读

（ｓｔｒｏｎｇ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的海德格尔、尼采、福柯、哈
贝马斯、德里达、戴维森等，其中不乏极度不满者

与罗蒂的阐释做出切割，但也不乏在罗蒂的修辞

诱导中重新协调自己与罗蒂的立场⑧。那么，罗

蒂强制阐释的修辞诱导机制是什么，现有的探讨

似乎少有涉及。

在阐释主体的强势读者身份压制相对弱势的

作者身份的条件下，可能强制阐释“难作为”。这

种状态下，阐释主体的执行力不支持“论者主观

意图和结论的阐释”。

在阐释主体的弱势读者身份转换为同样弱势

的作者身份的条件下，“前在立场和模式”的负性

渗入，可能导致强制阐释“乱作为”。这种状态

下，阐释主体的认知力和执行力可能都不支持

“论者主观意图”的学术表达。

在阐释对象不是阐释空白的条件下，阐释主

体需要摆脱“前在”阐释的压力。“前在”阐释越

丰富，摆脱“前在”阐释的压力越大。尊重但不复

制“前在”阐释积累的已知信息，提供当前阐释发

掘的未知信息，是创新性阐释的要求。阐释主体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张江：《关于“强制阐释”的概念解说———致朱立元、王宁、周宪先生》；朱立元：《关于“强制阐释”概念的几点补充意见———答

张江先生》；王宁：《关于“强制阐释”与“过度阐释”———答张江先生》；周宪：《也说“强制阐释”———一个延伸性的回应，并答张江先生》，

《文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张江：《确定的文本与确定的主题———致希利斯·米勒》；Ｊ．希利斯·米勒：《“解构性阅读”与“修辞性阅读”———致张江》，王

敬慧译，《文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７期。
参见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科莱特·卡墨兰：《源出“法国理论”文学批评的“强制阐释”》，涂卫群译；西格丽德·威格

尔：《文学、文学批评及文本可读性的历史指数》，薛原译，《文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８期。
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等：《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毛宣国：《“修辞性阅读”与文学阐释》，《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前见与立场》，《学术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文

艺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８期；《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谭学纯：《学术文本读写身份转换：理论阐释与样本分析》，《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张雅卿，刘亚猛：《罗蒂的话语策略与新实用主义的崛起》，《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４期。按：张雅

卿、刘亚猛概括罗蒂的话语策略之一是“强势误读（ｓｔｒｏｎｇｍ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与“强制阐释（ｉｍ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具有不同的能指形式，但从
“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的所指内容及阐释路线说，这里

的“强势误读”似可看作“强制阐释”的另一种表达，张江批评的“强制阐释”，也有“主观性”很强的误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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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前在”阐释压力，部分地选择修辞阐

释，实现阐释创新，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握强制阐

释的临界问题。

阐释是面向文本的阐释，文本是阐释的确定

性对象，但这种确定性不限于呈现为某种传播形

式的可见文本①，一些溢出文本的不可见因素，同

样是影响阐释确定性的资源，有时候甚至是更重

要的阐释资源。在文学被非文学重新定义、温和

的文学批评转向非文学的话语暴力的情境中，仅

仅面向可见的文本，遮蔽某些隐性的阐释资源，例

如权力干预的文学向非文学妥协，有无可能成为

强制阐释的样本？文学指向政治确定性的阐释过

程中修辞可能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修辞韬晦能否

以及如何弱化强制阐释？修辞加码能否以及如何

助力强制阐释？董瑞兰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
版《〈文艺学习〉的广义修辞学研究》和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版《广义修辞学视域中的〈人
民文学〉话语分析》，提供了强制阐释关联修辞阐

释的个案。董著研究对象是有影响力的文艺期

刊，期刊主编和编辑在“作者—文本—读者”之间

寻找平衡的运作及其限度，如何运用抵制强制阐

释的修辞策略留存隐性的阐释资源？这类在特定

历史时期封存的隐性阐释资源何时启封？多大程

度启封？这些问题作为一种特别的文本外因素，

反映修辞阐释与强制阐释共谋或掣肘的可能性。

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钟晓文《西方认知
中的“中国形象”：〈教务杂志〉关键词之广义修辞

学阐释》以跨文化期刊为修辞阐释资源。《教务

杂志》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１８６７—
１９４１年间先后由福州美以美印刷局和上海美华
书馆出版、西方话语主体讲述、面向传教士与西方

读者。刊物初名“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Ｒｅｃｏｒｄｅｒ”（《传教
记录》），曾 更 名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ｒ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另署中文名称《教务杂志》）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ｒ”（中国纪录），中文名称沿
用《教务杂志》。刊行文本的主要构件包括：中文

典籍原文，源文献英译，原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

译作者评论。钟著重点阐释对象之一《孝经注

疏》（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ａｎｏｎｏｆ

ＦｉｌｉａｌＰｉｅｔｙ，《教务杂志》１８７８年第５—６期连载），
即包括以上构件。译作者德国汉学家恩斯特·福

柏，时称“十九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从修辞接

受考虑，《教务杂志》的理想读者是同时具有汉英

语言能力的知识分子，但目标读者多只是英语读

者，大多数目标读者以文本的英文内容为认知介

体，原文与译文的结构完整性因此被碎片化，英语

译文的客观性成为无本之末，“作者评论”部分才

成为目标读者获取意义的真正介体。传播文本的

理想读者与传播刊物的目标读者不一致，不仅阻

碍了传播文本结构形式的修辞功能实现，也阻碍

了传播文本信息内容的修辞传达。对于大多数目

标读者而言，福柏的《孝经注疏》传播文本也许只

能依靠碎片读解并辅之以修辞想象，才能构建

《孝经注疏》的“完整意象”。传播文本的阐释评

述部分地解构典籍原文，修辞化地重构典籍原文

的逻辑结构，重构了“孝”的伦理文化特征：以血

缘关系为核心价值的世俗伦理；以“子／臣”为核
心主体的实践伦理。过分强调“子／臣”的伦理责
任和排除“君／父”的伦理要求，很容易使这种自
下而上的实践伦理停留在理想状态，或沦为“形

式主义伦理”。从西方认知审视，这是缺乏终极

价值的伦理追求，无法进化到高级的“宗教伦

理”。《教务杂志》包括中文典籍原文、源文献英

译、原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及译作者评论的文本

呈现样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预设了话语主体的难

度：如果说重现中文典籍原文是重新历史化程序，

那么源文献英译、原文献注疏的部分英译至少部

分地包含了修辞重构。译作者评论则夹杂宗教关

怀，福柏《孝经注疏》如此，《教务杂志》呈现此类

叙述结构的文本亦如此，这也使得西方认知中的

“中国社会”“中国伦理”“中国宗教”“中国历史”

“中国语言”等文化主题支撑的中国形象建构，成

为不同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遭遇、

相互展示的异域想象。将认知对象内化为西方认

知又外化为东方想象的文化产品，隐蔽地对认知

对象进行修辞干预，外部世界的“他”被带有强制

意味的修辞阐释为“我”的认知对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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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可见的传播形式不限于印刷文本，网络传播的非印刷文本同样携带不可见的隐性阐释资源，例如评论区的评价话语对阐释主体的

影响。

钟晓文：《西方认知中的“中国形象”：〈教务杂志〉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谭学纯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第３—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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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批评强制阐释的思想背景，是中国文学

理论与实践直面文论危机，如何走出西方文论强

势东进的话语霸权，证明理论的合法性和解释的

有效性？张江以中国古代学术话语“阐／诠”之
辨、“理／性”之辨、“解／释”之辨、“通／达”之辨、
“衍／生”之辨，论证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
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假以对

照、选择、确义，经由“概念—范畴—命题—图

式—体系”的层级性建构，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

学说之现代转化，构建彰显中国概念、中国思维、

中国理论的当代中国阐释学①。修辞研究同样传

递了潜对话信息，《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修辞学大视野》专栏２０１８年第４期主
持人话语正视西方修辞的思想外援冲击不同程度

地撬动了国内学术市场的存量理论，也阐明中国

立场：基于文明互鉴的学术互渗和融通不是导向

理论殖民，不推助中国学者叙述的西方学说成为

隐形操控本土学术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无意识，不

宜照着西方图纸批量“中国制造”。这可能导致

的文化后果之一，是中国学术界自觉不自觉地参

与建构国际学术话语权不对等的话语秩序，理论

上的平等对话不应该变异为俯仰对视。这方面的

探索，如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出版的潘红《哈
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出版的郑竹群《巴赫金话语
理论：以广义修辞学为阐释视角》等，运用本土修

辞理论阐释汉译文学文本和学术文本。国外理论

“在场”的前提，不是本土理论“缺席”，这是强制

阐释批判和修辞阐释共同坚守的理论自信和文化

自信的要义。

强制阐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阐释者的主观

性，即“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而强

制阐释的认定，同样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性。认

证一种阐释结论是否属于强制阐释，很难证明认

证本身是否滤尽了“主观性”。这是一个带有元

命题性质的难题。认定“关关雎鸠”隐喻后妃之

德的汉儒解诗为主观性的强制阐释，汉儒似乎也

有自己的理由拒绝承认在汉儒看来的主观性认

定，而主观性作为修辞介入的自由空间，并不必然

是负性的。２０２１年《社会科学辑刊》第 ５期南帆
《论阐释的辩证平衡》，论述某些强制阐释可能出

于扩张思想空间的需要，重新确定阐释对象，认为

一定条件下的强制阐释可能产生积极后果，譬如

利用惊世骇俗的阐释惊醒世人。尼采喊出修辞化

的惊世之语“上帝死了”，思想层面的“重估一切

价值”是否交织着话语层面强制阐释的“权力意

志”？不管是重新确定阐释对象，还是惊世骇俗

的阐释，都带有扩张思想空间的主观意图。同在

２０２１年，《当代修辞学》第１期谭学纯《义位／自设
义位：释义话语风格特征之广义修辞阐释》论述

具有强制阐释特征的自设义位释义之于思想突围

的冲击力，针对同一阐释对象“Ｘ”的自设义位释
义，将“Ｘ”强制阐释为“非Ｘ”，将词典释义文本管
控并为语言共同体共享的思想，由概念认知的确

定性转向修辞认知的不确定性，实现意义再生产。

重建意义秩序的可能性及其管控，同样是强制阐

释和修辞阐释共同面对的问题。

学术跨界生产如何合理吸纳场外理论、慎用

场外概念术语，是强制阐释讨论的另一个焦点话

题。朱立元、周宪、王宁、赵炎秋、蓝国桥、乔国强

等学者加入了讨论，或主张区分场外概念“征用”

和“借用”、“场外征用”和术语移植；或主张客观

对待理论谱系学意义上的术语“出身”；或强调术

语“场外征用”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或认为术语

“场外征用”本身也是理论建构的一种状态②，在

某些特殊情境中，甚至可能是理论创新的一种代

价。在场外概念不一定制造理论紧张的跨界研究

中，负面的接受可能相对少一些。“场外”理论或

术语被“征用”，实际上是原属场域Ａ的理论或术
语，修辞化地进入场域Ｂ，修辞机制使被征用的理
论或术语从“场外”入主“场内”成为可能。张江

２１１

①

②

参见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哲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理”“性”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９
期；《“解”“释”辨》，《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９年第１期；《“衍”“生”辨》，《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１年第 １１期；《“通”“达”辨》，《哲学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参见朱立元：《关于场外征用问题的几点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王宁：《场外征用与文学的跨
学科研究再识———答张江先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周宪：《文学理论的来源与用法———关于“场外征
用”概念的一个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赵炎秋：《场外征用的必要性与有效度》，《文艺争鸣》２０１５年
第４期；蓝国桥：《场外征用的有限合法性》，《学术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乔国强：《试谈文论的“场外征用”》，《文艺理论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
期。



第２６卷 谭学纯：近十年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重要变化及其跨界创新

警惕“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之强制阐释①，对于

没有修辞的修辞研究来说同样具有警示意义。修

辞研究，尤其是跨界修辞研究的话语体系不乏场

外征用现象，但同时修辞学界也不乏尊重术语的

谨慎。《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６年第１期谭学纯《广义
修辞学与主体间性研究》主持人话语及同期谭学

纯论文《广义修辞学三层面：主体间关系及相关

问题》表示：学术研究尊重学术概念即尊重以概

念术语形式打包的思想，选用或慎用某种学术概

念，是学者选择特定的路径参与学术史建构的一

种方式，是作者介入学术话语场的方式，也是作者

尊重学术概念的方式。

阐释和修辞，都是个人性和公共性的统一，阐

释创新和修辞创新的个体发生和公共认同，是历

时意义上个人的声音转化为共时意义上公共表情

的学术生产过程。但个体化阐释无法摆脱公共理

性，如同个人修辞难以拒绝公共的话语资源和思

想资源②，阐释和修辞都无法脱离存储人类共有

精神财富的公共阅读，这里同样存在公共阐释和

公共修辞的潜对话空间。张江强调阐释的公共性

关联人类的公共理性，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

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

阐释的权利为人类知识共同体的公共精神积累。

这一观点在张江与哈贝马斯、约翰·汤普森、迈

克·费瑟斯通等关于公共阐释的学术对话中有不

同角度的展开③。作为与公共阐释潜对话的公共

修辞，在刘涛的表述中是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

的议题构造与话语生产，以服务于公共利益取向

的公共传播领域为主要“应用场景”，旨在回应修

辞实践中的公共性问题，借助修辞策略，维护公共

空间的协商性、批判性与对话性，建立公共空间理

性交往的认同基础与共识。张江所论阐释的公共

性更接近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存在私人语言的公共

语言，不同于刘涛所述修辞的公共性，但前者建构

中国阐释话语体系的努力和后者分析公共知识的

生产过程依赖于三种内在关联的修辞框架———概

念框架、隐喻框架和故事框架④，都是从专业场域

到公共场域向共享学术空间发声的话语行为。

阐释有边界，而边界是变化的———这是张江

与意大利摩德纳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几位学者对话

的核心信息之一⑤。而张江与图宾根大学奥特弗

莱德·赫费教授的对话⑥，以及南帆对张江追问

“作者能不能死”的回应，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关

于阐释边界的讨论⑦。那么当有边界的阐释受到

某种认知冲击而呈现出边界移动的迹象时，阐释

的狂欢有无可能使得强制阐释的边界认定变得暧

昧？有无可能影响阐释对象的可控和阐释结论的

可信？张江认为强制阐释的要害在于阐释的路

线，而强制阐释多选择修辞路线，修辞能量在什么

样的条件下助推或干扰强制阐释？这需要更多的

分析样本、更多的实证，才能相对清晰地解说强制

阐释与修辞阐释为何以及如何胶着。

呈现为话语形式的强制阐释和作为话语行为

的修辞，这两个不同的知识系统如何互相开放、互

相渗融？如何分离和链接？强制阐释中的修辞干

预如何发生？修辞干预的限度如何描画？强制阐

释和非强制阐释在时间的推移中如何接受、拒绝

或变换修辞干预？当阐释对象的“不可阐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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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江：《理论中心论———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文学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谭学纯：《广义修辞学演讲录———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版，第５７页。
参见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公共阐释论》，《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张江，约翰·汤普森：

《公共阐释还是社会阐释———张江与约翰·汤普森的对话》，《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张江，迈克·费瑟斯通：《作为一种公共行为的
阐释———张江与迈克·费瑟斯通的对话》，《学术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１期；张江，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阐释的对话》，《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参见刘涛：《网络造句：公共议题构造的社会动员与公共修辞艺术》，《江淮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１期；《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
修辞视角》，《当代传播》２０１２年第２期；《作为知识生产的新闻评论：知识话语呈现的公共修辞与框架再造》，《新闻大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公共修辞：话语实践中的公共利益及其修辞建构》，《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６期。另见陈汝东：《论公共修辞学的理论
建设》，《国际修辞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００期；赵天：《马来西亚稀土风波中的公共修辞》，《天中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５期；杨致远，王帅：《从公
共修辞到社会焦虑———论新媒体语境中网络舆情的生成与表达》，《新闻知识》２０１５年第４期；陈亚萍：《新媒介时代的公共修辞情境研
究》，《新闻传播》２０１６年第１９期；王婷：《交互性神话、公共修辞与悬置的主体———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实践的弹幕电影》，《当代电影》
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张江，伊拉莎白·梅内迪，马丽娜·伯恩蒂，等：《文本的角色———关于强制阐释的对话》，《文艺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张江，奥特弗莱德·赫费齐：《“原意性阐释”还是“理论性阐释”———关于阐释边界的对话》，《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０期。
参见张江：《作者能不能死》，《哲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南帆：《作者、读者与阐释的边界》，《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１７年第２期；南帆：

《文学批评：开放的解读及其边界》，《东南学术》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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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唤阐释正义、当文本局部的“不可阐释性”影响

阐释的整体性时，修辞阐释能否以及如何缓解文

本现实与阐释边界的紧张？其中待挖掘、待探讨

的未知，合成了修辞阐释和强制阐释互相缠绕的

学术话题。强制阐释的讨论越深入，越可能关联

某些折叠空间，修辞接续强制阐释话题，是可望打

开的折叠空间之一。随着理论与实践的推进，一

些隐蔽的东西会浮现，灰色区域会渐趋明朗。有

关强制阐释的讨论和修辞阐释的潜对话，一方面

为西方当代文论批评和中国阐释学建构提供中国

学者的观察与解释角度，另一方面也为推进后陈

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建设与发展吸纳中西方文

论的思想资源。其学术价值不限于建构中国阐释

学和建设中国修辞学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而

是基于人类知识共同体的中国经验的自觉在场。

四　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交汇的
２０２２年：回望与前瞻

《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３年第 １期主持人语显示
了２０２２年之于中国修辞学的特殊意义。这一年，
中国修辞学界重大事件指向２０世纪中国学术史
和思想史上一个醒目的文化符号———陈望道，开

启中国修辞学陈望道时代的《修辞学发凡》问世

９０周年；陈著中国首部白话作文法专著《作文法
讲义》问世１００周年；陈望道诞辰１３０周年；复旦
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辞学习》（２０１０年更名《当
代修辞学》）刊行４０周年。凝望先驱，致敬经典，
最好的方式，是在回溯陈望道时代和前瞻后陈望

道时代之间找到逻辑链接点。

《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４年第２期谭学纯的《融入
大生态：中国修辞学研究突围十年回顾与反

思———基于广义修辞观的学术逻辑和学术实践》

谈到，陈望道最优秀的学术基因是修辞学术生产

的知识结构“１＋Ｘ”。这个“Ｘ”，在陈望道来说，
真正延伸到了语言学科内外。基于交叉学科性质

和跨学科视野的修辞研究，理想状态是研究者调

动“１＋Ｘ”的知识库存，处理相关信息，完成学术叙
述；读者的学术阅读调动“１＋Ｘ”的知识库存，处理
给定学术文献提供的相关信息。但在学科分化、

学科分类管理和分割运作的背景下，修辞学术生

产向多学科溢出的“Ｘ”，面临多重压力。
后陈望道时代，学科互渗融合和新文科转型

的背景，以及修辞研究跨界学术共同体的合力推

动，改变了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此前“１＋Ｘ”模式
中被压制的“Ｘ”在变化了的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中
活跃起来。这个变化了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

构，也是本节回溯与前瞻的参照系。

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化，对于修辞创

新性研究来说，不仅意味着已经改变了什么，还意

味着可能改变什么。修辞研究趋势性的结构变化

一旦发生，就会作为一种惯性影响学术再生产，并

且按照这个节奏，影响学术市场，传导至学术史。

受影响的修辞学术史叙述体制会有差异化的呈现

形式，甚至修辞学术生产结构本身也参与了修辞

学史的叙述，于是从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可以发现

与之共生共变的修辞学史的叙述体制。

从中国修辞学发生到２０世纪之前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修辞学术生产延续着某种“结构

性相似”模式———修辞理论与诗学理论的共生形

态，这也是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谭学纯、朱
玲《广义修辞学》提出“修辞诗学”概念，并将其与

“修辞技巧”和“修辞哲学”共同视为“广义修辞三

层面”的学理依据。２０世纪之前中国修辞学史的
叙述主线，主要从诗学史挖掘阐释资源和评价资

源，从诗学史分离出的以“语言运用艺术”为主要

研究内容的古代、近代修辞学史，与诗论、词论、戏

曲理论、小说评点等互相缠绕的叙述体制，在叙述

的历史长度中，嵌入重要理论家和重要理论文献

中可挖掘的修辞资源的宽度。这种叙述体制，随

着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独立结构的形成和中国现代

修辞学的诞生而改变。

２０世纪之后，尤其是《修辞学发凡》出版以
后，不再是诗学文献，而是修辞学文献成为支撑中

国修辞学史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基于“语言

运用艺术”的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的独立结构，对

应２０世纪中国修辞学史的学术叙述体制。商务
印书馆１９９１年出版的周振甫《中国修辞学史》区
分实用性修辞学、文艺性修辞学和语文修辞学，三

者的语言运用要求不同，而“语言运用艺术”作为

中国修辞学史现有叙述体制的观察点没有改变。

书海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出版的袁晖《二十世纪的汉语
修辞学》涉及跨界修辞研究，跨界的学术生产主

体主要限于语言学科内部。书中第八章将“修辞

交叉学科和修辞应用的新成果”合并考察，第一

节考察“修辞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新著”六种，都

是修辞学界的研究成果，分别为童山东《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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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与方法》，吴士文、冯凭主编《修辞语法

学》，张炼强《修辞理据探索》，蒋有经《模糊修辞

浅说》，陆家祥《内外生成修辞学》，谭学纯、唐跃、

朱玲《接受修辞学》。语言学科之外，进入《二十

世纪的汉语修辞学》叙述结构的有赵景深、郭绍

虞、钱钟书的跨界修辞研究和茅盾、老舍、秦牧的

文学语言研究，但从全书叙述主线看，作为修辞学

史的主要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对应２０世纪修辞
学术生产结构，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语

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其中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

究主体包括主要研究领域不是修辞学的语言学

家，如胡光炜、金兆梓、杨树达、马叙伦、黎锦熙、吕

叔湘、朱德熙、张志公、高名凯、王力等。这种叙述

体制和全书的布局安排，至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７年
出版的宗廷虎主编《２０世纪中国修辞学》出现了
总体框架不变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调整，虽然

叙述篇幅分配仍是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

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但增加了对语言学科之

内非修辞学界跨界研究群体的关注，同时对语言

学科之外的跨界修辞研究增加了较多篇幅：美学

家、哲学家、文艺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如蔡元

培、梁启超、胡适、朱光潜、陈垣、鲁迅、叶圣陶、朱

自清、汪曾祺、王蒙、鲁枢元等人的修辞论或文学

语言研究进入该书上、下卷相关章节。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邢福义、汪国胜主编《中国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１９７８—２００８》《语言
学》卷第一编《汉语言文字研究概览》第七章《汉

语修辞研究》，第二编《语言理论与语言应用研究

概览》第四章第四节《修辞与文化研究》显示的修

辞学术生产结构和叙述篇幅分配，也是语言学场

域的修辞研究大于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究，这

些文献反映了学术史所涉历史时期修辞学术生产

结构的概貌。

２１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多元格局伴随着
修辞学术生产结构的变化，这既是时代的变化，也

是修辞学术生产顺应时代诉求的变化。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修辞学史将如何选择体现这种变化的

叙述体制？尤其是近十年，一方面，修辞的“语言

运用”外延在伸展：从个人修辞到机构修辞和国

家修辞①，修辞的公共性更加凸显；从人际修辞到

人机修辞②，人文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更加趋近。

另一方面，非语言形态的国旗、国徽、国印作为国

家形象修辞的共和国符号③，非语言形态的“器”

在博物馆的物性叙事中体现的修辞之“道”④，以

及语言形态和非语言形态的身体修辞⑤，语言形

态和非语言形态的景观修辞由“谁在观看／如何
观看”，以及调动什么样的认知经验参与风景观

看所导致的“心中之景”和“眼中之景”的认知差

等等⑥，诸多知识场域“非语言运用”的修辞，有无

可能溢出“语言运用艺术”的“修辞”定义被２１世
纪中国修辞学史接纳？

如果不被接纳，那么是否将有一种书写在

“语言运用艺术”的修辞学史之外的学术生产史？

或者，“非语言运用”的修辞学术生产能否在未被

修辞学史接纳之前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而存在？

当然，如果不接纳，并不能改变修辞学术生产结构

与修辞学史在事实上的“互文性”。

如果被接纳，情况可能更复杂。“非语言运

用”的修辞学术生产以何种形式“入史”，并不只

是一个简单的标准问题，而是修辞学史将以何种

５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陈汝东：《论国家修辞学》，《江淮论坛》２０１２年第３期；胡范铸：《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研究》专栏主持人语，《当代修辞学》
２０１３年第４期、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国家和机构形象修辞学：理论、方法、案例》，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胡范铸，金志军：《“公关语言”研究：
“国家与机构形象修辞”探索的先声》，《当代修辞学》２０１６年第６期；鞠玉梅：《香港媒体“国家认同”的修辞建构———以〈南华早报〉粤港
澳大湾区新闻文本为例》，《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参见袁毓林：《“人机对话—聊天机器人”与话语修辞》，《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道格拉斯·沃尔顿，俞米微，詹宏伟：《修辞
与人工智能———教育学与语言学论辩理论中的形式对话模型》，《当代修辞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李宇明认为人机对话属于“超语”范畴，
按：“超语”不是字面相近的“超语言学”的略缩表达，“超语”在威廉姆斯的原初解释中属于纯语言学概念；在李宇明的补充解释中，涵盖

人机对话的“超语”也没有丢弃“语言运用”的属性。另见李宇明，刘鹏飞，任宇，等：《“语言与新媒体”多人谈》，《语言战略研究》２０２３年
第１期。

信息来源：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共和国符号”专题节目。

吴琼：《博物馆中的词与物》，《文艺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参见谢有顺：《身体修辞》，花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５３页；郑竹群：《基于牛津系列期刊巴赫金怪诞身体修辞研究》，《湖南科

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杨森：《香港电影的女性身体修辞———以李碧华小说改编电影为例》，《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３期；李萌昀：《“具体”的语言———论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身体修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参见潘红：《哈葛德小说在晚清：话语意义与西方认知》，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４４—１６５页；胡范铸：《以景观为方法》，
《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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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对应于修辞学术生产结构变化的问题。更重

要的是：对应于本文第一节所述修辞研究在语言

学科之外的参与度＞语言学科之内、且研究成果
流向目标刊物的学术关注度也是语言学科之外＞
语言学科之内———其间有语言学科之内修辞研究

者的参与和推动，那么现有中国修辞学史叙述体

制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超语言学场域的修辞研

究，有无可能在２１世纪从２０世纪修辞学史的叙
述边缘向中心位移？

作为一种参照，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文体从

学术叙述边缘位置向中心位移，与文学生产结构

变化的节奏大致对应。始于２１世纪初，近十年尤
显突出的高校文科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栏目

设置、编排位置的变化传递的学术信息，是否也可

以看作某种信号？这里不做简单比附和推论，但

是修辞学史的阐释资源和评价资源是否以及如何

再分配，关乎中国修辞学术生产结构与新的生产

关系、生产力以及时代诉求如何合拍的问题，同时

也是后陈望道时代中国修辞学科重建需要面对并

做出回应的重大问题。２１世纪修辞学术生产结
构本身也在无言地发问：中国修辞学科体系、理论

体系、话语体系重建，如何面对变化了的学术生产

结构？如何处置新的学术生产结构中的外源性智

慧？如何平衡修辞研究的语言学科识别度和语言

学科之外学术能见度的关系？如何在寻求语言学

科内外修辞学术生产最大公约数的同时，探寻学

科重建的可能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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